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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司法审判的反思与应对

李 海 滢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关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当前的司法审判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即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前提性犯罪的犯罪圈圈定伸缩性过大;适用没收财产时,没收范围特别是没

收数额的确定过于随意;判决书中对没收违法所得的情况明确与否各不相同;普遍未对合法财产

与涉黑财产进行区分。因此,法院在审理该罪时,需要首先理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相关概念之间

的关系,并将该组织的四个法定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注意保护犯罪人的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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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andCountermeasuresfortheJudicial
AdjudicationofOrganizing,Leading,andParticipating
intheCrimesoftheUnderworldOrganizations
LIHai-ying
(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Regardingthecrimeoforganizing,leading,andparticipatinginthe
underworldorganizations,thereexistfourmainproblemsinthecurrentjudicial
adjudicationasfollows.Thecriminalcircle ofthecriminaloffense ofthe
underworldorganizationsis determinedtooflexibly. Whenthe propertyis
confiscated,thescopeoftheconfiscation,especiallytheconfiscationamount,is
decidedtoo freely.In thejudgment,the circumstances ofillegalincome
confiscationarestatedambiguously.Thereisnogeneraldistinctionbetween
legitimatepropertyandpropertyoftheorganizedcrimegroups.Therefore,the
courtinthetrialofthecrimeneedstofirststraighten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
theunderworldorganizationandrelatedconcepts,andcombinethefourlegal
characteristicsoftheorganizationwhilepayingattentiontoprotectingthelegal
propertyoftheof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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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派、黑社会问题于近代中国而言,显然不是

新鲜事物。但是对新中国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萌芽于建国30多年后的商品经济初期,1997

年《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则引发了理论界与实

务界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大规模研讨。应

当承认的是,将黑社会组织犯罪纳入刑法考量视



  ① 在本文收集的440份判决中,直接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涉及前提性犯罪的,占比为5%;因1~2个犯罪被认定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占比为47%;因3个以上犯罪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占比为48%,不到半数。
② 据笔者统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前提性犯罪中,寻衅滋事罪占比为56.14%,故意伤害罪占比为33.41%,开设

赌场罪占比为26.82%,敲诈勒索罪占比为26.59%,聚众斗殴罪占比为25.45%,非法拘禁罪占比为19.77%,强迫交易罪占比

为15.68%,抢劫罪占比为7.73%,故意毁坏财物罪占比为7.5%,非法持有枪支罪占比为6.36%,赌博罪占比为4.55%,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占比为2.73%,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占比均为2.27%,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占比为1.82%,串
通投标罪和强奸罪占比均为1.59%,盗窃罪占比为1.14%,窝藏罪占比为0.91%,其他少数犯罪占比总和为6.36%,具体包括

绑架罪、合同诈骗罪、强迫卖淫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经营罪、抢夺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伪造公司印章

罪、放火罪、破坏电力设备罪、非法采矿罪、故意杀人罪、容留卖淫罪、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诬告陷害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野,并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座谈

纪要等一系列模式不断修正关于此类犯罪的评价

标准,通过专项整治、“打早打小”等各项举措进一

步强化对此类犯罪的治理,确实对改革开放以来

日趋严重的黑社会问题实现了有效控制,但其间

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本文将研究视角锁定在了

当前定罪最多、争议最大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在对现有裁判进行大量的实证分

析的基础上,解构当前审判实践关于该罪具体存

在的现实问题,并试图从学理层面作出回应。

一、反思:当前司法审判

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们在裁判文书网上收集的2008—2018
年3月的440份生效判决来看,当前我国《刑法》
严厉禁止的三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判处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共436份判

决,占比为99.1%;判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的仅有4份判决,占比为0.9%;关于入境发

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相关判决。
详细分析这些生效判决后,笔者认为,关于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当前的司法审

判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黑社会性质组织前提性犯罪的犯罪圈的

圈定伸缩性过大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第43条之修订,要想

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案组

织必须有组织地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而且是多

次实施。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地把握是“犯罪”,
而不考虑“一般违法”。也就是说,只有有关组织

以暴力等手段,有组织的、多次实施的行为已经构

成了犯罪,司法机关才能结合其他法律要件将该

组织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只有该组织被司

法机关定性后,其成员才可能成立本罪,进而“依
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这就说明,类似于洗钱

罪等,本罪的认定,也存在一个前提性犯罪问题。

只是由于两者的逻辑基点不同,后者的前提性犯

罪不同于前者的上游犯罪,且范围也不具有法律

上的明确性,而只是强调犯罪手段的暴力性、胁迫

性,这也就导致司法裁判的随意:犯罪人只构成1
个犯罪,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更
有甚者,还存在对组织的性质没有认定即判处犯

罪人成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情

形①;除了典型的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

伤害罪外,其他哪些犯罪可以被作为认定黑社会

性质组 织 的 依 据,法 院 裁 判 之 间 差 别 是 非 常

大的②。

2.在适用没收财产时,没收范围特别是没收

数额的确定过于随意

1997年《刑法》在增设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时,只对该罪规定了自由刑和资格

刑,罚金和没收财产两项财产刑的增加源自《刑
法修正案(八)》的修改。虽然2015年的法院工作

座谈会纪要进一步规定,“对于确属骨干成员的积

极参加者一般应当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

从我们的数据统计来看,法院仅在认定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适用没收财产。对积极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普遍选择并处罚金,占比达

42.76%,并处没收财产的仅占0.47%。此外,有
近六成的判决对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人既未并处罚金也未并处没收财产,而且在确定

没收范围特别是没收数额的选定时差异非常大。
根据笔者的统计,大多数合议庭选择了部分没收

模式,占比高达68.75%,只有少数法院判决没收

犯罪人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占比为14.06%。
当然,实践中也存在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的犯罪人没有并处没收财产刑的情况,这显然

是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严重违反。而对没

收犯罪人个人所有的部分财产的具体数额的确

定,少则几千元人民币,多则数百万人民币,但

是其所依附的主刑刑期之间却没有太大差距(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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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处部分没收财产的具体数额与主刑刑期的关系

  3.对没收违法所得的情况,在判决上明确与

否各不相同

依据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在案件进入审理阶

段后,原则上应当将其没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及

相关涉案人员的违法所得随案卷一并移送给法

院。法院在制作判决书时,应当将本案没收违法

所得的具体情况明确写清楚。但在实践中,由于

不当利益驱使,侦查机关很少有将没收的涉黑财

物及其收益移送给审判机关的,所以法院在审理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通常在判

决书中不注明关于刑事没收的问题,即使偶有涉

及,也多在末尾一笔带过,并不明确写清楚没收的

违法所得等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在笔者收集的

440份判决中,在判决中标明没收违法所得且明

确了没收内容及价值的,占比为6.59%;在判决

中标明没收违法所得但并未明确没收内容及价值

的,占比为9.32%;在判决中未提及没收违法所

得的,占比高达84.09%。而刑事判决在内容上

的这种模糊性,既是对可能存在的侦查机关滥用

职权侵犯犯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的一种纵

容,也是对自身应当履行的审理职能的一种懈怠。

4.普遍未对合法财产与涉黑财产进行区分

多年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

益,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和法学研究所致力的方

向。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人身权益,还包括

财产权益。具体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于其

是典型的具有经济特征的犯罪,所以最高人民法

院2000年出台的解释中明确规定要保护相关人

员和单位的合法财产。这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审

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应当区

分涉案单位或自然人所有的财产中哪些是合法财

产,哪些是涉黑财产。在没收违法所得时,应当只

没收涉黑财产,而不能“黑白不分”地一并予以没

收,尤其是面对“以商养黑,以黑助商”的案件。然

而,分析该罪所有生效判决后,笔者发现,近九成

的法院都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甚至是尝试。这

一判决盲区的存在,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

论其背后何种因素在作祟,这种司法不作为无疑

是失职甚至是违法的。

二、基点:刑法相关规定是否

存在重复性评价

  从当前的各项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一方

面,要想认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就必须首先确定行为人的其他犯罪行为,这是一

个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被认

定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则必然

会产生数罪并罚的结果。实践中,大多数司法机

关在处理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案件时,也是这么理解和操作的。
然而在理论界,这一点招致了学者们的激烈

批判。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从立法论的意义来

讲,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存在的合

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其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前

提,属于法律上的重复评价。因此,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建议立

法机关将本罪废除[1]。秦宗川博士指出,《刑法》
第294条第4款的规定,即数罪并罚问题,违背了

“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2]。类似的主张还有很

多。但细研之,学者之间的观点是存在质的差别

的,而这恰恰是一个理论基点问题,即到底是数罪

并罚的立法规定导致了所谓的“重复评价”,还是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存在产

生了所谓的“重复评价”的结果。如果答案是前

者,那么对于这种典型的集团犯罪,当组织、领导、
参加行为也被刑法纳入评价的视野时,不数罪并

罚又当如何处理? 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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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贺志军、马长生两位教授也认为:“中国涉黑刑法规范的并罚规定,却不是不正当的‘二次评价’,因为涉黑评价和个罪评价虽是

两个评价,但评价视角存在显著差异,是不同层面的‘两类递进评价’”。参见贺志军、马长生:《涉黑犯罪递进评价论》,《刑法论

丛》2014年第1期,第228页。

办法似乎就只能是废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这个罪名了,而这显然是最不可取的。
理论界的怀疑与争议,体现在司法审判中,就

呈现出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前提

性犯罪的犯罪圈的圈定伸缩性过大问题:因0个

前提性犯罪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占比达

5%,其他95%以其他犯罪认定为前提的判决中,
涉及的罪名将近40项。其实,将黑社会犯罪的组

织、领导、参加行为在刑法上进行单独评价,是国

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并非我国独创。无论是我国

法律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域外法律中的黑

社会组织,作为共同犯罪中最为典型的集团犯罪,
其认定前提都是形成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而且

通过暴力等手段,多次地、有组织地实施犯罪活

动。因此,一旦立法机构决定将组织、领导、参加

该组织的行为也纳入到犯罪范畴,就意味着要加

大对黑社会的治理力度。而该罪名设立后,必然

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与前提性犯罪数罪并罚的问

题。这一结果与洗钱罪类似。这是一种基于刑事

政策考量的有选择的“递进性评价”①,而非违背

了通常意义上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此,将
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行为犯罪化源自我国社会治

理的需要,是立法对实践需求的合理反映,同时表

明了国家对于黑社会组织类犯罪要予以严厉打击

的鲜明态度。1997年《刑法》实施至今,社会秩序

的基本稳定,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我国这一决定

的正确。

三、应对:完善司法审判

的具体方略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较于侦查与起诉,法庭

审判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事实结论最终是在法庭

上产生的,庭审自治性的保障和纠错功能的发挥

直接决定了能否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3]。所以,
在明确我国立法的基本态度后,笔者认为应从下

面几个方面来完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的法庭审理工作:

1.理清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黑社会组

织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打早打小”
我国关于“黑社会”概念的正式使用,最早源

于深圳市政府在1982年颁布的通告。1992年,
在公安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使用了“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的概念[4]。后来出台的1997年《刑法》
则正式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所最终确立的黑社会

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非国际上通常规

制的黑社会组织犯罪。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

中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涵和外延,将其

与黑社会组织与恶势力有效区分开来。
其实,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立法选择,

即降低黑社会组织的入罪门槛,将黑社会组织的

初级形态 黑社会性质组织 纳入刑法的考

量视野,已经向国人和世界表明了中国严惩黑社

会组织犯罪,“打早打小”的决心。而“恶势力”,作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未定型阶段,即“雏形”,只是

普通的共同犯罪,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的程度,因此

司法机关在适用“打早打小”方针治理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应正确区分“恶势力”
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符合黑社会性质组

织四特征的“恶势力”团伙可以将其认定为黑社会

性质组织,进而考虑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四

特征貌似具备又模棱两可的“恶势力”团伙,不能

举着所谓的“打早打小”方针的尚方宝剑,而硬性

将其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就是说,最高法、
最高检和公安部确实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严厉打

击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早打,要成形就打,防止其

做大做强,更为严重地危害社会。但这不是说可

以随意扩大其评价范围,降低相关犯罪的入罪门

槛。实践中,有些企业和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确实采取了包括暴力、威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但
其程度最多只能算作“恶势力”,而当地侦查机关

将其视为到嘴的肥肉,扣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帽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犯罪人”的财产进行

没收。有些企业和个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勾结

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诬陷竞争对手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秉着被曲解的“打早打小”方针,最后不仅

如愿地打垮了对方企业,还将有关人员推入犯罪

的深渊。
如果说,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在

“质”的方面均具有“黑社会”的共性,在“量”的方

面,黑社会组织是“黑社会”的成熟形式,黑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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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

罚金。”

质组织只是黑社会组织的低级形态[5],那么,“恶
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在“质”和“量”两方

面均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我们在治理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必须正确理解“打
早打小”的刑事政策,明确界分恶势力、黑社会性

质组织及黑社会组织,将刑法的利刃准确刺入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心脏”,不能过晚,待其做大成黑

社会组织,更不能过早,错误地将“恶势力”等同于

黑社会性质组织而适用刑法进行惩治。

2.系统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法定

特征

自1997年《刑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行

为入罪以来,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法
定特征的官方解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刑法修

正案(八)》的出台最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

法定特征,由立法解释提升为法律条文[6]。2009
年和2015年的两个座谈纪要,也为更好地把握这

四个特征而作进一步阐释,从而成为当前认定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司法机关所

采用的主要依据。但是,前述文件中所规定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四项特征不是彼此割裂、自说自话

的,而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司法实践中在认定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却往往忽

视了这一点。从笔者收集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司
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时,往往机械地将案件材料“对号入

座”到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

四个法定特征中。为了印证“组织特征”,有时将

企业运营所必须的职责分配与规章制度硬性解读

为具有紧密的组织结构,组织纪律较为严格。为

了证明“行为特征”,将许多单独依据《刑法》分则

来看尚不足以构成犯罪的行为强行贴上犯罪的标

签,更有甚者将组织成员以前实施的违法犯罪活

动也解读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从而证明该

组织的发展过程[7]。为了证实“经济特征”,经常

将涉案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投入与收益认定为

非法所得……,而且,在依据四特征对案件事实分

析后,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和判决中通常不对该案

中黑社会性质组织四特征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解

读。也就是说,当前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只要具

备了四特征,就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从未考

虑过应将这四个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实,是否属于黑社会,其评价标准除了法律

和政治认同外,更为关键的是是否具有反社会

性[8]。即其是否形成一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

的,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同主流社会相抗衡的地

下社会[8]。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在于反

社会性,即“企图在以刑罚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

法律秩序中建立以暴力等犯罪手段为后盾的反社

会秩序”[9]。而作为这一本质的表征,即组织性等

四个特征,正是在反社会的本质上形成彼此间的

内在联系。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我们需要“基于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

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予以认识和认定”[5],只有结

合全案对这四个特征进行系统考量后,进一步确

认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决定将该组织定性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

3.重视对犯罪人财产权的保障

无论犯罪人多么穷凶极恶、罪大恶极,其基本

人权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现代法治与过往

文明之间的质的差别。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的犯罪人而言,其财产权的保障,主
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对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的犯罪人,在判处没收财产刑时,是否可

以并处罚金刑? 二是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的犯罪人,在对其适用刑事没收即没

收其犯罪工具及违法所得时,是否应将合法财产

剥离开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依据《刑法》第294条第1

款①,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从当前的审判实践

看,由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判定前提

是行为人首先构成其他犯罪,特别是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因此数

罪并罚后,确实存在在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犯罪人判处没收部分财产时同时判处其相当

数额的罚金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这种判决结果

是完全合法的,但实践中却被个别法院利用,通过

扩大没收部分财产的没收范围和提高罚金的数额

来变相达到没收全部财产的效果,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法院在整个涉黑案件中能够“分一杯羹”的唯

一机会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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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
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

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 ”

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在办理

涉黑案件时,除为自然人犯罪人及其家属保留必

备生活条件外,通常将涉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的犯罪人的财产全部予以没收,而不区分

哪些是合法财产,哪些是非法财产。进入审判阶

段后,法院在对案件作出裁判时,应对涉案财物一

并作出处理,因为《刑事诉讼法》对此有明确规

定①。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涉黑案件往往涉及大

量财物,受利益驱动,侦查机关在案件移送到法院

后,常常不同时将被告人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

物及其孳息,随案移送。合议庭一方面不想增加

自己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不愿“招惹”检察机关

特别是侦查机关,因此“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由
查封、扣押、冻结机关负责处理”就成了当前刑事

判决书中末尾经常标注的一句话,当然其前提是

合议庭还想着有刑事没收这件事。这就进一步产

生两个负面结果,一是合议庭未在判决中对被告

人及涉案单位的合法财产的性质及范围予以认

定,二是有关财产属性判决的缺乏正好给了有关

机关一个正当的依据,即全权处理涉案财产,在利

益的驱动下,个别机关便想当然地将这些财产统

统认定为涉黑财产,除必须返还被害人的外,一律

以上缴国库为名而予以“处置”了。
我们知道,目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同国外

相比,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尚处于低级阶

段,但发展迅速,社会危害日益增大。二是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企业化特征。然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当前这种“以
商养黑,以黑助商”的企业化与隐蔽性的发展特

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处理涉黑企业的财产时,不
需要对合法企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界分,不
需要对涉黑财产和合法财产进行界分,更不能因

为被告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即
首要分 子,就 认 为 其 经 营 的 财 产 均 为 违 法 所

得[10]。而且,当前黑社会犯罪的发展样态决定了

一旦司法机关对于涉黑企业的相关财产处理不

当,将对该企业员工和家属的正常生活甚至当地

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办理

涉黑案件时,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审查涉案财产的

来源、性质,不能将涉黑犯罪财物、收益简单地等

同于涉黑犯罪分子的财产[11],更不能把“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同于其藏身的公司企业”[12]。否则,
就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是以国家公权力

为依托的司法权的越位。

四、结  语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既要有力打

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要有效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应当承

认,经过20余年的强力打击,包括刑事审判在内,
我国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形成了一套颇

为有效的防控策略。然而,时代在发展,法治在完

善。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如何认定犯罪组织的存在,如何确定组织者、领导

者、参加者的刑事责任,如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

时保障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基本权益,是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和理论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为

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一方面应树立刑

法谦抑性这一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消除刑法工

具主义的倾向,推动刑法理性的实现[13]。另一方

面,应积极推进国家司法改革的良性深化,保持司

法中立,保障司法公正,提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

体素养和司法公信力,将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在内的犯罪治理完全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轨道,从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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